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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
的战略利用

张瑞婷 吴怀中

【内容摘要】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不断加大对日本的利用力度。日本对此的反应，

则经历了从民主党执政时期鸠山由纪夫内阁的“脱美”挫折、到菅直人内阁的顺应和政策回调、再到野

田佳彦内阁开始跟进美国需求并试图在同盟框架下有所作为的调适过程。2012 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

执政后，日本进一步主动谋划、积极“用美”的意图彰显，将美国再平衡的对日需求作为实现军事崛起

的战略工具加以运用，借美国重返之机推动了一系列军事安全领域的突破举措。日方如此连续的调适与

利用，使其“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取得了二战后最大的进展，也对中国及地区的安全环境产

生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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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轴，日

本的“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与“美国因

素”息息相关。在近年美国对亚太地区实施的“再

平衡”战略中，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及

日美同盟被美国视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石，美

国因此放纵日本摆脱战后束缚，大力利用日本充当

美国再平衡的排头兵甚至是同盟的地区代表。尽管

美国对日仍然是放纵而非完全放开，在战略上对日

本怀有戒心并设置底线，但美国的“用日”与“纵

日”仍达到了二战后历史的最高点。

美国亚太再平衡为日本的安全战略转型提供

了重要机遇，日本在“国防正常化”及“军事大

国化”的进程中，主动利用美国的成分和色彩越

发强烈。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美国要求日本扩大

军事作用以配合美国的先例，但日本都采取了有

所保留的态度进行应对。然而，此次日本却是在

自己的战略调整中，逐步设法使美国再平衡为己

所用，这在日美同盟的互动模式中尚属首次。这

表现在：通过对安全防卫领域的几乎所有要素进

行调整、改造，以提升日本自主安全保障能力；

借助日美同盟更新谋求自卫队“强军”和“出

海”；通过对外安全防务合作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和影响力。而且，在部分领域，日本的动作已超

越美国的需求，明显带有自主战略考量、为自身

的发展预留战略空间和资源的政策意图。

日本目前正在全面军事崛起的路上加速迈进，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于军事大国的目标①。

综合分析美国自身的战略考量以及日本安全外交

  ① 当然，日本在彻底修宪、“能战”等方面仍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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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走势可知，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美同盟仍

将存续并继续强化，而不是相反。对于中国来说，

日本主动利用日美同盟加速推动的军事转型及崛

起无疑使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更趋复杂，尤其是

日本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和强化西南岛屿的部署

上明显针对中国，未来中国的崛起因此将面临更

大的阻力和挑战①。

一、日本对美国“强军要求”的历史回应

二战后的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要求日本强军

扩军、发挥更大的军事安全作用，以配合美国全

球或地区战略调整。但日本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

的制约，都是有限度地或有所保留地回应美方的

要求。这从下表 1 对相关历史的梳理中可见一斑。

表 1 历史对比中的日方态度变迁

美国对日政策要求

（要求日本强军扩军、扩大军事作用、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
日本的态度与回应

上世纪 50 年代初，冷战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要求日

本扩军、加强军备。

吉田茂首相消极对待并“抵制”美国要求，进行了“最低

限度”的建军和扩军。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

政府要求全球盟友分担义务责任。

日本部分响应，但最终仍采取“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只

应对“限定小规模侵略”，安全保障仍然靠美。

上世纪 80 年代，美苏“新冷战”，里根政府要求并支持日

本作为西方一员积极发挥抗苏的军事作用。

以中曾根内阁为代表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定积极的回应——

提出“千里海防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但受国内环

境制约，主要仍是政治性的、宣示性的政策变化，并没有

发挥多少实际的军事作用。

上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美国要拴住日本、再定义并强

化日美同盟，将同盟作为“亚太安全基石”，让日本在亚

太发挥一定的安全作用。

日本配合美国，染指“周边事态”，但也只是负责美国的“后

方支援”，不能与美国一道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国际安

全事务也不能发生“武力一体化”。

21世纪初，“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要求盟友和“志

愿联合”提供反恐帮助。

小泉政府态度积极（例如，罕见地以一个月时间通过“反

恐法”），借机将自卫队开往中东印度洋；尽管如此，日

本还是要强调负责后勤支援、没有踏入战争之地、没有与

美国等发生“武力一体化”（联合作战）。

21 世纪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美国奥

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

分担更大责任（部分是为应对中国崛起）。

民主党政府由消极转向积极，直到野田内阁开始主动配合

美方。安倍二次上台后，全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在其

执政的 2 年多，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造、

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

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进而为“夺回强大日本”、

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创造条件。

  ①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日安全关系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彻底改善，但大局并非不可控、不能稳，如果双方做好危机管控，加强

交流和合作，至少正面军事冲突应是可以防止和避免的。

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

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这一次，日本

是先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国达成

自己目的的设计，即在自己的国家战略、对外战

略中，设法让美国为己所用，这一现象是在以前

的日美同盟互动模式中不曾显现过的。并且，从

微观来看，这种主动利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

是一个渐次调整和递进的过程。例如，在民主党

执政时期（2009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鸠山首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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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美方的要求是采取了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

的态度，菅直人内阁是在困窘中回调了鸠山的对

美政策，2010 年的中日“撞船”事件、2011 年发

生的“3.11”地震等事件，开始促日向美靠拢，日

美同盟借机升温。野田内阁对美的要求则是积极

顺应、有所作为——特别在森本敏和长岛昭久等

保守派防务族势力的推动下，通过 2012 年日美

“2+2”会议、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日美

合作指针等。2012 年 12 月，安倍二次上台后，全

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日本在政治“大国化”、

军事“正常化”的进程中，也即在其国家战略设

计中，主动利用美国再平衡的成分和色彩，已经

显得非常强烈而浓厚。在安倍执政的 2 年多时间

内，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量推动法制改造、

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

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铺路，进

而为“夺回强大日本”、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

要玩家”创造条件。表面上看，美国是棋手，日

本是同盟关系中的一枚棋子，实际上日本并不甘

当棋子，还努力争当操盘手，一直在设法调动美

国，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二、日本对美“亚太再平衡”的调适与跟进

（一）民主党鸠山内阁的拒绝与排斥反应

日美同盟在日本民主党政权下经历了从空前

的信任危机到逐渐修复的过程。2009 年民主党

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日美关系遇到了巨大的内在

挑战，鸠山主张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强化

“以建设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亚洲外交”，对美国

战略重心逐步东移的动向持观望和漠视态度，甚

至要求美国将直接关系其重返亚太和前沿兵力部

署的普天间机场搬迁到国外或至少是冲绳县外。

围绕这些宏观和微观议题，美日两国出现了政治

信任危机，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走向、鸠山是否打

算“脱美入亚”等问题充满疑虑。而鸠山的最终

黯然下台也与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理解不深、

配合不力大有关联。这一情况，到菅直人内阁后

期得到了逐步改善，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和东日本

大地震发生后，菅内阁开始寻求对美依赖的道路，

修复并强化日美关系。野田内阁上台后则采取积

极顺应美国的路线，并开始期待在日美同盟框架

中有所作为，日美举行中断 2 年之久的正式首脑

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双边关系得到全面深化和

进一步提升。

造成民主党政权对美态度从拒绝和观望再到

跟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与东亚安全形势的

变化、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美日两

国的战略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日本

“国防族”鹰派当权者上台后的积极推动，而中日

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以及大地

震后日美两国联合赈灾行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调

整外交战略和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的进程。

（二）菅直人的被动转换与向美靠拢

1. 中日“撞船事件”后对美关系的修复

修复鸠山内阁时期一度趋冷的日美关系是菅

直人内阁的外交工作重心。2010 年 6 月，菅直

人首相在内阁成立后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提

出了包括日美基轴在内的本届内阁外交政策总

纲 :“我国是面临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同时也是亚

洲国家。要立足于这两个方面展开我国的外交。

具体来说，就是以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轴，同时

加强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日美同盟

不仅关系到日本的防卫，而且是支撑亚洲、太平

洋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共有财富。今后，要切

实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1]
。

2010 年 9 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中国

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中日关

系瞬间跌入谷底，而这一事件却为日美关系的修

复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处理中日两国撞船

事件中，菅直人内阁感到日本自身实力不足，很

难长久保住“控制”钓鱼岛的态势，在安全保障

上只能依靠美国，因此竭力拉入美国协防钓鱼岛，

采取携美制中的政策，力图加固日美同盟关系。

对身处中日争端困境的菅内阁尤其是少壮派执政

势力来说，中美直接开展战略交易、美国对日搞

“越顶外交”并且在关键时候不出手保护日本，是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历史噩梦。从美国方面看，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同样也为奥巴马政府将

日本置于抗衡中国的战略同盟、重建日美安全关

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 年 10 月，日本外务大

臣前原诚司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会谈时，日

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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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与会谈时，美方均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

鱼岛。同年 11 月，菅直人与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

织峰会后进行会谈，菅直人声称 :“日本国民与周

边各国已意识到，美国与美军的存在对于本地区

来说很重要。”奥巴马则表示，美国将“毫不动

摇”地坚持保卫日本这一决心
[2]
。在中日钓鱼岛争

端大幅升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就同一问题重复

进行的立场宣示，大大增强了日本继续加强日美

同盟、推行“联美制华”路线的信心。

从日本 2010 年版《防卫计划大纲》中，也可

以清楚地看出菅直人内阁回调对美政策、采取了

稳中求进、深化同盟的姿态。对于美国希望日本

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该大纲明确表示：“为

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美同盟必不可缺；驻

留在日本的美军，在出现突发事态时可以发挥遏

制力和应对力的作用；日美同盟对于日本有效应

对多边安保合作和全球安全保障课题来说非常重

要”
[3]
。大纲中日本的防卫理念从过去的强调“基

础防卫力量”转向“机动防卫力量”构想，重点

应对中国“威胁”，并对“中国潜艇在日本近海航

行等海军近期的频繁活动表示关切”，自卫队将加

强西南岛屿的军事布防，在西太平洋加强反潜、

防空反导、警戒监视侦察（ISR） 、指挥通讯和运

输等，并在地区关系上推动构建日美澳印等多边

安全合作网络，成为“和平创造国家”等。该大

纲表明日本民主党决策者在对美战略上经历了短

暂的摇摆和观望后，深刻认识到必须重返“亲美”

路线，回到维持和深化同盟的既有轨道上来。同

时，新大纲也强调双方要通过加强信任、战略对

话以及政策合作来深化两国同盟，发挥同盟的国

际作用和影响，开始释放出日本谋求在同盟框架

下寻求自主性的信号。这些举措都表明日本开始

大幅回调对美政策，而民主党对日本安全环境的

判断与此前自民党的认识已相差无几，在外交上

呈现明显的“自民党化倾向”。

2.“3.11”地震后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

2011 年 3 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

府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赈灾支援。美国迅速展开

名为“朋友作战”（Operation Tomodachi）的大规模

救援行动，先后动用 2 万余名美军官兵以及包括

“里根号”航母在内的 24 艘舰船和 190 架飞机与

日本自卫队联合赈灾，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欢迎

和好评。日美联合救灾使得同盟关系在三个层面

得到深化：首先，日美两国的赈灾合作增强了两

国的国民感情，并加强了政治互信。舆论调查显

示，日本国民的对美好感上升至 82%，创历史新

高。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对美国支持表示感谢：“我

确信 , 这次的日美共同作战行动，将深深打动并

铭记于日美两国国民的心中，也必将有助于今后

的日美同盟深化”
[4]
。其次，美军参与救灾使得同

盟的重要性得到展示。日本媒体积极宣传驻日美

军的救灾贡献，尤其强调冲绳基地及海军陆战队

的作用，并借机渲染日本国防兵力不足，此番救

援凸显了驻日美军是日本安全的重要保障。最后，

救灾使得日美同盟的军事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进

一步检验和提高。双方军队通过联合救灾行动本

身，实地检验、提升了日美两国防务合作及军事

一体化能力，并建立联合协调机制——日美联合

协调处，这些经验为日美今后双方应对各种不测

事态提供了样本，并使得救灾等非传统安全合作

成为日美同盟深化的新方向。

日美两国“趁热打铁”，将联合救灾的机遇运

用到同盟的重建和强化中。2011 年 6 月，由日美

防长及外长共同参加的“2+2”会议举行发表了题

为《站在 50 年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迈向更加深化

和扩大的日美同盟》的共同声明，制定了新的日

美共同战略目标，规划了新阶段深化防卫合作的

具体路线和方针政策，就进一步加强美日两国的

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全面调整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达

成一致
[5]
。

在推动日美同盟创新方面，此次磋商首次将

联合救灾行动确立为同盟合作和深化的内容，并进

一步倡导国际救灾活动和构筑救援机制，在此基础

上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同盟的深化和扩展乃

至“全球化”提供新的路径。从同盟连续性角度来

看，会议的另一大亮点是制定了日美“新共同战略

目标”，与以往相比，这些目标体现了日美同盟的

四个阶段性特征：①日美开始打造面向 21 世纪的

全球同盟。其中内容高调主张日美共同维护全球公

域，如海洋安全及航行自由、宇宙及网络安全、应

对多样化事态等；②提倡“日美 +X”型三边安保

合作。在以往的日美澳合作基础上，新增进了日美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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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日美韩合作等内容，意味着日美今后将构建起

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网络化”地区多边安全网

络；③透露出美国要求日本要进行更大的责任分担

的信息，以联合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的霸主地

位；④将目标重点放在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

的崛起上，在出台的日美 24 项共同战略目标当中，

10 项以上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日本开始更

多在亚洲充当制衡中国的“排头兵”。

经历了鸠山内阁的“脱美”和菅直人内阁的

“靠美”，2010 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和上述

日美“2+2”会议的召开实际是在制度层面上坐实

了民主党对美政策回调及深化的框架和方向，反映

了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回调已经定型，巩固并深

化同盟关系仍是日美同盟关系难以更改的主基调。 

（三）野田内阁的迎合之策与有所作为

2011 年 9 月，“坚定的日美同盟主义者”野

田佳彦上台执政，以长岛昭久、前原诚司为代表

的少壮派势力主导外交安保政策后，对日美关系

重要性的认知更加明确，在对美政策上积极配合

美国重返亚洲，并开始试图利用同盟框架“有所

作为”，大幅推动了“后地震时代”日美同盟的深

化。野田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清晰地表明“日美同

盟无疑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不但贡献于日

本的安全保障，而且对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也

是一种公共产品。同盟虽然中途也有变质的部分，

需要进化，但日本现在完全没有解除同盟的积极

理由”
[6]
。2011 年 8 月野田上台前夕，他在文章中

进一步表示“对日本的安保来说最大的资产和基

石是日美同盟。同盟不仅为了现实利益，而且还

共同拥有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航行自由、

维护宇宙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基本价值”，“日美同

盟是基轴中的基轴”
[7]
。在美国重返亚太所看重的

军事基地问题和 TPP 问题上，野田都采取了顺应

美国的积极态度，而对于放开“武器出口三原则”

和采购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则显现出利用美国重

返之机希望在军事安全领域有所突破的一面。

在民主党的前任们执政时期陷入胶着状态的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野田内阁在外交上试图

稳住美国，提出恢复 2014 年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

的谈判目标。在 2011 年 9 月的施政演说中，野田

宣称“要遵循日美达成的协议，并全力求得冲绳

民众的理解”
[8]
。野田在上台后制定了“冲绳振

兴特别措施法”等相关法案代替了 2012 年 3 月到

期的旧法案，在新法案中尽量满足冲绳县的要求，

如在 2011 年底，野田内阁决定 2012 年度冲绳相

关预算为 2900 亿日元，其中的一半以上为可自由

支配的直接拨款。在 2011 年底前后，野田政权向

冲绳地方政府提交了机场搬迁对周边环境影响的

评估书，并于 2012 年 6 月底完成对申请填海造田

和建设新机场的相关评估。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使

得基地搬迁问题在野田内阁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这一问题已经一时不再成为日美进一步

深化同盟关系的正面阻碍。

TPP 谈判是美国经济上重返亚太的关键一环。

从日美同盟关系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经济问题，

不如说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野田首相助理长

岛昭久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达，“这是强化美国

协同、抗衡中国、主导地区安保和经济秩序的角

力场”
[9]
。在这一氛围下，2011 年 11 月，野田在

APEC 会议上向奥巴马表示将推动日本参加美国主

导的 TPP 谈判；12 月玄叶光一郎外相在访美演讲

中表示将“全力推动日本参加 TPP 谈判”
[10]

，野

田在任期间也积极聚合党内外共识，并向美国表

达了争取早日参加 TPP 谈判的态度。

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方一直鼓励日本对武

器出口三原则进行突破。2011 年 12 月，野田内

阁决定大幅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相关规定，

主要包括放宽对武器和关联技术出口的限制，使

日本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共同研发和制造武器装

备。其次在用途上，关于“和平贡献”以及“人

道目的”时，日本可以出口相关武器装备。野田

认为，原有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严重阻碍了日美两

国的安全合作，放宽三原则将有利于日美防卫合

作的升级和同盟关系深化。在推进日美军事一体

化上，野田决定引进美国主导研制的最新型隐形

战机 F-35 作为航空自卫队的新一代主力战机。此

款战机由美国、澳大利亚等九国联合研发，日本

通过此次采购将首次加入航空军工技术的多国合

作；而 F-35 作为美国主力机型之一，日本装备

F-35 也有利于日美空军作战系统的兼容。对于

F-35 的采购，日本媒体认为这将大大提高日美之

间武器装备的合作水平以及美军和自卫队的一体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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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
[11]

。而日本也可以凭借高水平的技术装备

配合美国的战略重返，通过联手制华从而使同盟

关系得到加强。

2012 年 4 月，野田首相正式访美，与奥巴马

总统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

的共同蓝图》的联合声明。此次日美首脑会谈是

2009 年民主党执政后举行的首次会谈，而联合声

明也是继 2006 年小泉内阁和布什政府共同发表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之后的首次发表。此次联

合声明确认美日两国将加强防卫合作，具体落实

2010 年日本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的构

筑“动态防卫力量”和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新国

防战略。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民主党政权下

一度深陷危机的美日关系得到了全面修复和进一

步提升。美日关系的修复和提升不仅受到野田内

阁的亲美姿态的推动，也与“中国因素”密切相

关。日本媒体评论认为，美日此次发表联合声明

的意图在于牵制在军事领域不断崛起的中国，深

化日美同盟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12]

。

三、 安倍主动“用美”与积极强军的举措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

下，亟需日本分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尤其

从 2013 年开始，美国因南海、东海问题与中国不

时陷入某种紧张关系状态，虽然其间中国努力与美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疑虑

和戒备总的来说是不减反增，美国议会、白宫、国

务院及国防部的首脑人物、各军兵种高级将领，都

不时地吐露“中国威胁论”或防遏中国的言论。这

些观点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美国主流派的最新看法
①
。美国的这种判断和政策，使其对日需求进一步

增加，即更需要扶助和利用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力

量，以继续实施自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第

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关战略需求持续走

强，在安全领域纵容日本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日

本总体安全战略转型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关键性的助

推作用。总体上，美国鼓励日本增加军费并扩充军

力弃用“专守防卫”、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行

使、突破武器禁止出口原则，并且力促日本、澳大

利亚、韩国、印度、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横向安

全合作，即将日本作为关键支点来推动美国亚太同

盟体系的“网络化”
[13]
。

（一）安倍“借美强军”的总体筹谋

对日本尤其安倍政权而言，这正是利用美国

之需、推动日本摆脱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束缚并

成为军事大国的难得之机。美国反复对日重申将

承担应对“中国威胁”的安全义务，围绕中日海

洋争端进一步承诺履行同盟义务，也使日方看到

了具体的可用之机与利用价值。安倍主导制定的

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日美防卫合作

指针》都毫不掩饰地显示出欢迎并积极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的政策意图。例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

安倍政府就公然提出“从地缘上看，日本处于支

撑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位置，这是维系日美同盟

的关键因素”
[14]

。也因此，2012 年 12 月，安倍

二次上台后迅速选择配合美国重返、强化联美制

华的战略，同时借此积极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关系，

并在同盟强化的招牌和框架下，积极发展自己的

军事力量，主动加强对外军事安全合作，扩大国

际安全影响力。

因此，近年日本的军事崛起呈现正面突破、

全面推进的特点。这与安倍利用难得的美国亚太

再平衡机遇，即借助“东风”加速完成日本总体

军事转型的谋划紧密相关。

首先，安倍利用美国的要求积极推进强军扩

军的进程，即利用外压以外促内、以外压内、以外

制内，加速推动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

化”。借由美国的战略重返之机，日本在军事安全

方面从理念战略到政策法制，再到装备部署上都全

方位呈现正面突破的势头。其次，日本在谋求军事

崛起总体设计下的战略主体意识日渐增强，安倍一

直在打自己的算盘，部分领域远远超过美国要求，

  ① 例如，2015 年 3月，对华立场较为温和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特别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中国和美国将走向长期战略对抗的“新常态”，美国应该采取一项新

的对华大战略，即从两面下注转向积极反制，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政策处方之一就包括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空驻军，同时打造

美国与日澳韩印之间更加紧密的战略纽带。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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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使美国的要求为己所用，将日美合作尽可能纳

入或至少裨益于日本的军事发展规划。

从已判明的情况看，至少四个典型事例可以

用来支撑这两个判断。

其一，利用美国国内亲日保守政治势力有利

的对日言论——例如支持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

扩大军事安全角色等，日本加速这些政策调整的

进程。安倍推动日本军事崛起，宏观指导思想及

战略上，是将日本从严格受到“和平宪法”约束

的“专守防卫”型“一国和平主义”，转换到摆脱

“战后体制”——拥有较强的进攻性军事力量、一

定程度的动武权（即“能战的国家”）、积极介入

国际安全事务的“积极和平主义”
[15]

。

其二，利用 2015 年 4 月安倍访美以及日美

“2+2”会议之机签署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然后以此为由，安倍“以外压内”，要求国会修改

或通过相关的国内法案——特别是 2015 年 9 月最

终正式通过的新安保法。指针与安保法互为一体，

皆旨在推动日本在日美同盟更新升级名义下进一

步实现“强军派兵”的目标。

其三，“借船出海”——利用日美军事同盟

“全球化”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国际安全作用，打

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军力发展和军事活动的限

制，加大推动日本防卫政策外向化，加快实现自

卫队走出国门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并谋取更多

地区影响力的步伐和力度。美国的传统安全架构

是以美为轴心的双边轴辐体系。近年，针对中国

崛起压力以及中美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美国加

紧推动以“日美 +X”为形式的安全机制“联网”

工程。在这联网过程中，日本越来越开始充当美

国地区“代理人”以及日美同盟的地区“次轴心”

的角色
[16]

。日本军事外交日显强势姿态，在经营

东南亚、打通印度洋、走向非洲角，以及具体的

日印、日澳、日欧、日本东盟安全合作方面，都

以坚定的战略盘算谋求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
[17]

。

其四，挂靠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空海一体战”

军事战略
[18]

，利用美军战略收缩后的“填空补位”

之需以及日美一体化之机，在西南群岛及第一岛

链推进军事装备、防务部署、作战理念（“统合机

动防卫力量”构想）的转换和跃升，大力整顿并

充实该方向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和部署，增加在

西太平洋及第一岛链对抗中国的军力筹码。由此

可以看出，日本主要目的在于“联美抑华”，通过

日美军事合作强化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威慑能

力，在希望美军能够参与对抗中国在钓鱼岛行动

的同时，增强自卫队在实战、武器装备等方面的

综合军事实力。 

        （二）借助“指针”及“新安保法”的“强军

派兵”工程

安倍二次上台后，2015 年 4 月，日美两国政

府修订并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9 月

日本国会最终正式通过了新安保法
①
。按照安倍的

说法，日本政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修订指针与

推动通过新安保法是“表里一体”的行为。某种意

义上，安倍推进强行快速通过新安保法的主要目的

之一，是为了给指针的实施提供国内法律依据。

1. 指针的推动作用。

此次日美制定新防卫合作指针，象征着日美

同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作为军事同盟作用的强

化，也意味着日本可以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进一

步推动军力建设以及自卫队“出海”介入国际安

全事务。在此轮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

与以往由美国主导不同，一开始就是日方更显得

积极主动，目的之一就是在日本推动行使集体自

卫权的背景下，进一步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实

现自卫队以“全球范围支援美军”，发挥军事大国

的作用。这标志着日美近 20 年来第一次真正扩大

军事同盟，日本将在同盟框架内实质性地发展更

强的军力，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其具体体现，

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日美将为加强相互

  ① 2015 年 9月19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新安保法，即《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与《国际和平支援法》。前者由

10 部法律组成，分别由自卫队法、武力攻击事态法、国际和平合作法、周边事态法等修改后整合而成，主要规定了“存亡危机事态”

以及“重要影响事态”下，自卫队对他国遂行集体自卫权和军事后勤支援等的各种事项，以及自卫队在从事国际维和行动时业务范

围和武器使用权限的扩大；后者的实质是“海外派兵永久法”，规定了在“国际共同应对事态”下自卫队可以随时开赴海外并向外

军提供合作支援。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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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相互运用性而承担各自的作用及任务。（2）

日美将合作确保针对“日本安全”的无缝应对，

日本加大自己的角色扮演，借机行使集体自卫权，

在美国空海一体战规划下谋求军力建设并发挥更

大的军事作用
[19]

，包括日美在东海与南海共同实

施的“海洋安全保障”或岛屿防卫等。（3）日美

将加大力度介入地区及全球安全事务。日美在指

针修订进程中确认将推进与地区同盟国、伙伴国

的三边及多边的安全与防卫合作。（4）日美谋划

共同应对宇宙和网络等新战略领域的挑战。

2. 新安保法的助推影响。

新安保法通过后，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及行动

规范遭到大幅修改。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突

破。第一，理论上，只要找到符合要求的“理

由”（即发生了对日本安全来说的所谓“存亡危机

事态”），自卫队随时可以走出去行使集体自卫

权。第二，具体而言，自卫队将可以在全球范围

内，与美国以及日本认定需要的其他国家一起并

肩作战。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遭到

武力攻击，即便不是日本受到直接攻击，日本也

可以“行使武力”，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①
。

另外，日本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发生了对日

本安全来说的“重要影响事态”为由，对美国和

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升级版的后勤支援。而按照以

前的《周边事态法》，日本只能在周边地区、并且

在严格的非战斗区域，对美国提供比较有限的后

勤支援。可以想见，如果中美、中菲等在日本周

边之外的南海发生冲突，理论上日本将可以向中

国的对手提供高层级的军事后勤支援。总之，日

本海空自卫队现有的武器装备，例如战斗机、运

输机和预警机，准直升机航母、大型驱逐舰、护

卫舰和潜艇等硬件，早已实现大型化和远程（洋）

化；并且，在软件方面，海空自卫队每年都派出

部队进行远程训练以及合作演习，拥有充足的人

才储备和投送经验。只不过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权限受到很大限制。新安保法

的出台，将使日本可用援美的旗号，把自卫队及

其装备部署到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全球关键地

区，开展“国际到达”行动，使日本军力较之以

前更深更广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为加速迈向军

事大国提供资本和筹码
[20]

。                                                                                                      

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自美国推动“亚太再

平衡”战略以来，日本政府对此经历了从消极到

积极的态度转换过程，鸠山内阁意欲“脱美”抵

制，菅直人内阁开始调适转换、向美靠拢，野田

内阁始具主动迎合及利用意识，并主动向美提议

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到了二次上台后的安倍，

日方的相关考量已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招牌下

升级为主动谋划、积极利用的战略层次。

安倍二次上台后，日本的军事崛起呈现正面

突破、全面推进的特点。这一工程既是安倍国家

战略路线的有机一环，也有其独自的逻辑和内驱

力。安倍推动日本军事崛起——谋求国防正常化

和军事大国化的路径，第一是加快自主国防能力

建设，第二是借助日美同盟“出海”，第三是积极

参与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三者的公约数措施中

皆有“联美”、“借美”、“用美”的成分。可以看

到，近年日本的军事崛起乃至“军事复国”之所

以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固然与美国的放纵与扶

持有关，但更离不开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有意

识的积极调适与主动利用。

当今，安倍谋推日本军事崛起的策略特点是

全面、深入、持续、目标明确、意识自主，既有

顶层设计，也有实施运筹，总体而言安倍推动国

防“正常化”、军事大国化的雄心、规模、速度和

效应上要远超之前历届内阁政权的作为和业绩，

二战后 70 年的日本极有可能在其手上取得前所未

有的巨大转变。事实上，今天日本作为军事大国

的轮廓已浮出水面，骨骼已基本成型，内涵在加

速到位，把日本称为准军事大国或地区军事大国

是一点不过分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主动利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速推动的军事转型及崛起，

  ① 安倍曾在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范围时举例，比如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如有国家在海湾布雷阻断正常通航，而

日本认定这种事态、特别是海湾石油关系其生死存亡的话，那么就可以帮美国等国扫雷。另外一个例子是弹道导弹防御（BMD），

如果有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那么日本不能坐视不管可以帮助美国进行导弹防御。

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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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使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更趋复杂，也使中国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面临更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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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pan’s Strategic Utiliza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Zhang Ruiting Wu Huaizhong

Abstract: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adopts the new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considers 

Japan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implement its goal. As for the response of Japan,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have made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which include the frustration of “de-link to the U.S.” policy of the Yukio Hatoyama Cabinet; 

the accepting attitude of the Naoto Cabinet and the Yoshihiko Noda Cabinet who started to follow the demand of the 

U.S. and tried to make a differenc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fter Abe Shinzo came to 

power for the second time in 2012, Japan revealed its inten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achieve Japan’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mbitions and to create its own strategic space, making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security. The consecutive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Japan accelerates its 

pace towards a total military rise, and has come more closer to its goal than any other time after World War II,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China and the region.

Key word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Strategic Utilization; Military Rise; the US-Japan Allianc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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